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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研究路径之演变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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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翻译学研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译学研究路径层 出不穷、交相辉映。如何 

在 多元文化语境下扩大研究视野、发掘译学研究的新路径、促进翻译学理论的系统化，是译学研 

究者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和使命。在回顾译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各种研究路径对译 

学学科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探讨了'-3代译学研究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转向，进而就深化译学研究、 

加强译学学科建设、促进译学与相关学科研究范式的整合等议题进行了反思性分析，最终指出了 

译学研究未来的新路径和新突破。这对研究者把握翻译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厘清译学研究的核心 

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探求译学研究的新领地，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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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翻译研究在国内外的迅速发展， “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于 

2O世纪 80年代成功建立起来” (Bassnett&Lefevere，1990：ix)，有了自己 

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以及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或路径。从 20世纪 

50年代的文艺学研究路径、语言学研究路径到20世纪60年代的哲学研究路径， 

从2O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文化研究路径到20世纪90年代的认知学研究路径等， 

“翻译研究积极地吸取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了自身的研究武器和手段” 

(廖七一，2006：6)。翻译学研究的水平和前景主要取决于其科学研究方法 (曹 

佩升、刘绍龙，201l：90)。因此，在评价译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回顾和总 

结译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研究路径及其对译学发展的影响，并就译学研究发展的 

跨学科转向进行探讨，这不仅有助于研究者从方法论的高度发现未来译学研究 

的新领地、新路经，而且对译学和语言学、文学，乃至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 

社会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研究范式的整合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课题“翻译学研究方法体系建构” 

(粤财教 [2013]412号 )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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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翻译学研究的主要路径述评 

从 2O世纪50年代至今，翻译学研究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理论 

流派，研究范式或路径经历了多重 “转向”。代表性的研究路径有文艺学研究 

路径、语言学研究路径、哲学研究路径、文化研究路径和认知学研究路径，它 

们都为推动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运用文艺学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处理翻译现象 

和翻译问题，就是翻译学研究的文艺学途径 (杨才铭，2008：28)。翻译的文 

艺学研究历史悠久，在翻译研究开始之初便被提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文艺 

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翻译美学理论的建立，翻译诗学理念、接 

受美学观点和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提出等。以加切奇拉泽为典型代表人物的文艺 

翻译学派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创作或再创作活动；翻译应尊重译入 

语文化和译文受众，并力求等效；翻译要注重风格和美学功能。文艺学翻译研 

究理论明确了翻译创造性的合理性，重视读者的感受和译语的效果。同时，文 

艺学路径的翻译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研究者们往往不够重视甚至是忽 

视 “先有原文、后有译文”这一客观规律，过分强调译者甚至译文读者的主体 

性地位，偏重翻译的创作性，以致模糊了原文作者的主体性地位。 

伴随着文艺翻译学派的兴起和发展，语言学路径的翻译研究也进入其迅猛 

发展时期：从雅各布逊的 “语内翻译”、 “语际翻译”和 “符际翻译”分类， 

到奈达的 “动态对等”、 “功能对等”翻译原则和 “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 

翻译过程四步模式，再到哈蒂姆、梅森、豪斯、斯奈尔 ·霍恩比、莫娜 ·贝克 

等新一代具有语言学背景的翻译理论家将非语言因素纳入研究视野，创建了关 

于翻译的描写、评估或教学模式。这些研究奠定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的理论 

层面，被称为翻译研究的 “语言学转向”。该路径的前期研究者曾将翻译的中 

心问题局限于 “在译语中寻找等值物”，把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局限在 “描述 

翻译等值的本质和达到翻译等值的条件”上。然而，随着当代语言学派各分支 

的深人发展，西方翻译学界中新一代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者已经在现代语言学 

框架下将文化等更多非语言因素纳入自身的研究视野，为翻译学学科发展发挥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多种翻译学研究路径的开拓和演进，尤其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语言、哲学与翻译的关系更加紧密，许多西方哲学流派都把语言的理解、解释 

和翻译作为关注的焦点。 “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德里达、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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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等纷纷从哲学角度论述翻译或者从语言、翻译角度探讨哲学” (刘军平， 

2010：64)。解构主义被引入译学，促成了翻译研究的哲学转向。解构主义翻 

译观认为，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是一种改写、增补和扬弃；翻译的意义超越了 

地缘和民族的疆界，文本只有置身于具体的语境才有意义。解构主义翻译观摧 

毁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堡垒，解构了二元对立言说，打破了原文本质中心论、 

模仿论、原文决定译文论，为翻译研究的 “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然而解构 

主义的翻译观过分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读者的个人意志，否定恒定的结 

构，从而导致了阐释的多元论，使翻译最终陷入虚无混乱。 

语言哲学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译学研究的疆域，并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提供了营养储备。20世纪 7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在翻译领域一路升温，翻译 

研究的范式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从事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如 

伊文 ·左哈、苏珊 ·巴斯奈特、安德烈 ·勒菲维尔、劳伦斯 ·韦努蒂等，开始从 

文学研究的视角切人翻译，将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从 

而形成了翻译的文化研究路径。1990年，Bassnett&Lefevere合编的 《翻译、 

历史和文化》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1990)一书，进一步推动了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致力于对翻译与社会权力关系的探 

讨，并意图揭示翻译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使得翻译研究 “从翻 

译作为文本走向翻译作为文化与政治” (Munday，2001：127)，对于译学理 

论体系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文化学派的翻译观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如它全盘否定传统的语言学派，认为其之前的翻译研究一直停留在 “对等与否” 

的文字层面，同时过分强调翻译的 “文化功能”，将研究重点放在制约翻译的 

各种文化因素上，却又未能对这些因素做出明确的界定。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研究成果的日渐丰富和研究疆域的不断扩充，翻译研 

究与其他学科间的互动交流愈加频繁，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被引入翻译学界， 

用于重新思考和审视各种翻译现象。1991年，Gutt撰写的 《翻译与关联：认知 

与语境》 (Relevance and Translation：Cognition and Context)问世，认知学路 

径的翻译研究正式拉开帷幕。认知翻译研究者指出，翻译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信息加工模式、加工策略、加工单位，以及译者的翻 

译能力与习得、翻译专长与认知努力等是研究的重心。虽然认知翻译学研究目 

前尚处于前范式阶段 (Martin，2010：169—187)，但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可观 

的成绩：Danks et a1．的 《口笔译的认知过程》 (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Interpreting，1997)代表了该路径研究的一大进步，Shreve&Angelone的《翻 

译与认知》 (Translation＆Cognition，2010)和 O’Brien的 《翻译的认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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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Translation，2011)体现了翻译认知研究的最新成果。 

可见，翻译的认知学研究路径利用现代认知心理测试工具去重新审视和验证翻 

译过程，实现了翻译学与其他学科间的亲密合作，促使翻译研究走上了科学实 

证之路和跨学科研究之路。 

总之，在翻译学研究领域，任何一种研究路径或理论流派的存在都具有合 

理性，都从不同的侧面，或本着不同的侧重点对翻译本质、翻译技巧，或同一 

翻译问题进行描述与探讨。每一种新的翻译研究路径的产生都代表了一次研究 

重点的转移，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研究特征和研究取向，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 

立场和切人点，从而为翻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视角。不同的 

翻译研究路径之间并非颠覆与被颠覆、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互动、 

互为补充、相互丰富、演进发展的关系。 

二、翻译学研究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转向 

在总结 2O世纪 90年代翻译学术界所呈现的最新发展趋势和特点时， 

Homby(2006：1 15)首创性地提出，翻译研究在90年代主要发生了两大转向—— 

实证转向和全球化转向。与重视文本的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翻译研究的实证转 

向要求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和方法时转向对译者本身的心理表现、翻译的过 

程进行更多的跨学科实证性对比分析和研究，从而摒弃以往依赖个人观点直感 

式或推测性的方式进行论述的传统研究方法 (曹佩升、费伟，2012：119)。 

而在翻译研究的全球化转向过程中，当代译学实现了三大根本性突破：研究重 

心从技能层面的语言转换转移到深层次翻译行为本身，研究对象从翻译的文本 

延伸至译事活动的发起者、译者和目标受众，研究维度从翻译行为本身的考量 

拓展到对所处宏观文化语境的审视。这些突破性进展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翻译学 

的研究路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重心的转移演进，更从根本上反映了 

翻译学研究的领域、思路、视角和层次得以拓展提升。如今国际翻译学界的研 

究者正对翻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做出积极探讨：从语言层次的微观分析到历史、 

文化、社会的宏观论证，从哲学、语义学、语用学、文学、信息论的探讨到文 

化学、社会学、符号学、传播学乃至大众传媒和机器翻译等的引入 (廖七一， 

2006：6)。关于译学研究的最新动态，李红满 (2014：26)通过 CiteSpace软 

件对 2008--2012年基于 SSCI权威翻译学期刊所提取的突变术语及其频次进行 

统计分析，指出突变值较高的翻译研究术语 “主要集中和体现在对翻译与社会 

以及翻译与技术的两大维度之上”。不难看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翻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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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技术的日益密切结合已成为当前国际译学研究的主流和新趋向。 

值得一提的是，认知路径的翻译学研究在短短的20年中成果斐然，它所采 

用的认知一心理研究视角从纵深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其认知模块研究中眼动 

跟踪技术 (Eye—tracking)、脑电图仪 (EEG)、磁共振成像 (FMRI)、事件相 

关定位 (ERPs)等多种现代心理测试工具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翻译与 

技术的有效结合，促成了翻译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协作，使得翻译 

研究从内省思辨走向了科学实证。认知路径的翻译学研究使得研究的重心从对 

产品一功能导向的思辨式研究转到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心理的实证研究上来。不可 

否认，译者心理研究与心理语言学、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和模型之间存在或潜 

在着极强的关联性，译者心理研究者与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专家的合作有着广 

阔的前景 (曹佩升、费伟，2012：119)。 

此外，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空间，翻译与社 

会问题一度成为译学研究的热点。2010年，莫娜 ·贝克在其主编的 《翻译研究 

的重要读本》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收集了 《民 

族自治与普遍权力：全球视野下正义之阐释》、《文学资本的积累与圣化：作 

为失衡交换的翻译》、《翻译社会学探索：作为文化系统的文本翻译》、 《战 

争中的翻译》以及 《战争、翻译、翻译主义：战地译者》等多篇来自社会学研 

究者的论文 (Baker，2010)。2012年，《笔译与口译研究》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推出了一期相同主题的特辑，即 “笔译与口译研究的社会 

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这说 

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译者的身份角色与翻译行为 

的社会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在翻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空前勃兴的今天，译界学者更应摒弃 “唯某一种 

研究路径是用”的观点，本着开放、兼容的心态和国际化视野来探讨翻译学研究， 

探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转向，势必要借鉴其他学 

科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方能成就翻译研究路径的复杂化和多样性，并对其 

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与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三、译学跨学科研究转向的反思及译学研究的新路径 

随着翻译学研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扩大研究视野、 

深化学科内涵、促进翻译学理论的系统化、发掘译学研究的新路径，是译学研 

究者在新时期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为此，译学研究者须把握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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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发展脉络，厘清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此基础上推动译学研究的跨学科 

综合转向。 

1．译学研究亟须方法论 

“翻译学作为--I']$N对独立学科的地位，是随着翻译研究对象、目的、方 

法和研究领域逐渐明确，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和方法论意识日渐增强而获得的”(穆 

雷，2010：12)。方法论意识缺乏，是导致批判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 

翻译研究领域，学者并未给予方法论应有的重视，这主要因为方法论并不能对 

翻译实践发挥直接指导作用，而且与其他学科相比，翻译学研究起步较晚，其 

理论体系建构还不成熟，针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远远不足。然而作为学科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法论能够丰富研究者的研究手段，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 

更加合理、有效，使翻译学研究更加系统化、科学化。 “翻译学研究方法的规 

范性是衡量翻译学研究整体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没有相当程度地翻译学 

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提高翻译学研究水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曹佩升、刘绍龙， 

201 1：90—96)。因此翻译学研究者须加强方法论意识，提高自身的批判思维能 

力和学术判断能力。 

2．译学研究期待与其他学科间的有效互动 

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现实的重大问题，更要在立足翻译的 

基础上积极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学科交汇融合。 

然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发展译学研究，并不意味着机械地挪用其他学 

科的基本命题去发展翻译理论，或通过翻译案例去佐证相关学科 ／理论在翻译学 

中的普适性，而是应该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对翻 

译学本体知识的增加做出贡献，同时反哺其他学科的研究和实践、发挥译学的社 

会功能 (蓝红军，2015：19)。 “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才刚刚初步完成了体制建设， 

还远未达到成熟，也尚未与其他学科形成有效地互动并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还 

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开展翻译研究”(穆雷，2012：11)。要取得更大的进步与发展， 

要想不断获得新的学术增长点，翻译学研究应该也需要与其他学科实现更大范围 

的交叉和更高程度的融合 (0’Brien，201 1：12)。 

3．译学研究渴望更加开放、兼容的姿态 

虽然目前 “翻译学领域的高影响力作者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及奥地利等欧 

洲国家”， “近五年来，丹麦、西班牙、以色列、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翻 

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渐提升”(李红满，2014：26)。低地国家、 

北欧、加拿大和以色列的翻译理论家也纷纷崛起，俄罗斯、东欧的翻译研究百 

家争鸣，南美和南非的翻译思想和观点令人瞩目，亚洲的翻译学者正以自己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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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视角参与世界译论交流。来 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翻译研究成果应本着 

更加平等、开放、兼容的姿态，营造不同思潮、不同见解、不同路径间相互碰撞、 

交融、互补的氛围。翻译学研究 “需要关注和研究世界各国的翻译话语和翻译 

传统，才能面对和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开拓出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新模式和新视野” (Tymoczko，2009：401-421)，助推翻译学研究的跨学科 

综合转向。 

4．译学研究呼唤更多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 

在译学研究发展的初期，引进、译介较为成熟的翻译思想或理论观点在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传播学术研究成果，促进翻译理论的建构。从翻译学研究的长 

远发展来看，研究者更需要对引进、拿来的东西加以扬弃，因为批判意识的长 

期缺乏会带来学术上一味的跟风和盲从。目前中国译学的发展还不平衡， “无 

论是中国传统译论还是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往往满足于诠释和跟踪，因 

袭多而创新少，证实多而证伪少；守护多而诘问和质疑少” (廖七一，2006： 

7)。因此译学研究者应当把学习、引进的翻译研究成果加以改造创新，赋予自 

己的特色、为我所用，形成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本土翻译流派或学派，方能 

更好地参与国际译学交流，真正融人译学研究的跨学科综合转向。 

总之，在翻译学研究领域，每一种新研究路径的产生都代表了一次研究重 

点的转移，反映了不同的研究特征和研究取向。随着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技术 

的日益密切结合，未来译学研究的路径必将实现更多新的突破。 

首先，社会学的理论概念极大地开拓了翻译学的阐释空问和话语体系，“翻 

译的社会属性和译者的身份认同”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 

究来势汹汹。其次，翻译产品的生产、流通和使用无法回避文化与意识形态的 

争斗， “翻译与冲突”、 “翻译与伦理”成为国际译学领域重要的新兴议题， 

行动主义取向的翻译研究同样势不可当。再次，神经科学的新成果、新启发为 

翻译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认知路径的翻译学研究将会如火 

如茶，带来更多喜人的进展。最后，信息时代翻译与技术的密切结合赋予翻译 

研究以数字化多模态的特征，口笔译语料库的建设研究前景广阔，技术 (机器 ) 

路径的翻译研究势头强劲，未来必将占据更多、更高的领地。 

结语 

“译学与语言学和文学一样，已经成为--I'q跨学科的专门化的学问，需要 

系统的研究与学习” (廖七一，2006：7)。正因为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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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孤立发展，它需要多元的研究理论、研究路径和研究视角，必须从其他 

学科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资源和支持，并力求为其他相关学科带去思考与突破。 

“当前整个国际译学界的一个发展趋势，即冲破固有的学科框架，大量借用其 

他学科的理论，全方位、多视角地理解翻译、描述翻译、剖析翻译，从而使得 

翻译研究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最具吸引力、最富学术研究前景的学科之一”(谢 

天振，2008：9)。翻译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兴未艾，不同研究路径和研究成 

果间的竞争与互补不可或缺。译学研究者需要不断增强方法论意识，积极促成 

翻译学与其他学科问的互动交流，以更加开放、兼容的姿态关注翻译活动的新 

动态、新趋向，本着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不断发掘国际译学研究的新领地、新 

路径，为进一步加强译学研究和翻译学学科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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